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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中大舉動

──科舉制的廢除及其部分社會後果

⊙ 羅志田

 

百年前的清光緒三十一年（約1905），對中國而言真可以說是多事之秋。那一年發生了許多

大事，有的當時就特別引人注意，如以中國為戰場的日俄戰爭，改變了世界對黃種人作戰能

力的看法，也改變了東亞政治的權勢格局（而作為戰場主人的中國卻宣布了「局外中立」，

更是世界歷史上少見的特例）；有的在當時許多人眼中可能不過是邊鄙小事，如同盟會的成

立，後來才「認識到」實為轉變中國政治的重大契機，其在歷史言說中的作用復因「勝者王

侯」的力量而進一步擴大。

同年發生的還有許多時人非常關注而後來的發展似不甚如人意的事，如北洋新陸軍據說耗銀

百萬兩的首次實彈演習，固不免有人以為是勞民傷財過於浪費（早已成為近代史上腐敗誤國

象徵的慈禧太后修頤和園，也不過挪用銀八百萬兩），但也讓許多人──特別是在華外國人

──看到一個「尚武」中國的興起；如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憲政，當時朝野均寄予厚望，後也

成為史不絕書的要事，不過似乎成效不顯，致使後之史家敘此多帶遺憾惋惜，甚或潛受「敗

者賊」向例的影響而視其為「欺騙」，多少輕忽了當事者基本誠懇的努力。

那一年的中國還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就是實施至少千年以上的科舉制被廢除了。以

前對科舉制尤其八股取士方式頗有微辭的嚴復在廢科舉的第二年說1：

甲午東方事起，以北洋精練而見敗於素所輕蔑之日本，於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所以然

之故，乃恍然於前此教育之無當，而集矢於數百年通用取士之經義。由是不及數年，而

八股遂變為策論，詔天下遍立學堂。雖然，學堂立矣，辦之數年，又未見其效也，則嘩

然謂科舉猶在，以此為梗。故策論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末以來之制科又廢，意欲上

之取人，下之進身，一切皆由學堂。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

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

道。

一般戰敗多往軍事及其相關方面尋找原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卻因打敗仗而舉國恍然於教育之

無當，非常能體現「教而後戰」的傳統思路，其背後隱伏的則是長期貫徹於中國的政必須

教、由教及政的基本原則，亦即嚴復那篇題為〈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的文章所欲探討者。

這在當年基本是通識，張之洞在《勸學篇．序》裏就說：「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

在政，其裏在學。」乙巳年袁世凱等六疆臣要求立停科舉的奏摺也說，「普之勝法、日之勝

俄，識者皆歸其功於小學校教師。即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中國之

所以「相形見絀者，則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故士心不堅，民智不開，難以進化日新。



欲補救時艱，必先停科舉以推廣學校2。這些封疆大吏的見解說明，嚴復關於眾皆以為戰爭取

勝及國家強盛當歸功於學校的總結，大致不差。

那時舉國都帶有明顯的急迫情緒，六疆臣的會奏一則說「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再則說

「強鄰環伺，詎能我待」，便非常能體現出這樣的心態。實際上，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幾年

間，僅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奏摺中關於改革科舉制所提出的辦法，幾乎是幾月一變，一變就

躍進一大步；前摺所提議的措施尚未及實施，新的進一步建議已接踵而至。原擬用十年的時

間逐步以學堂代科舉，而不過一年，便不能等待學堂制的成熟即一舉將科舉制徹底廢除了3。

如果從時人所論廢科舉→興學校→補救時艱→進化日新的逐步遞進關係看，科舉制至少在負

面已得到相當的重視。然而，這一制度更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

基本建制（institution），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繫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

的流動之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著重要的聯繫和中介作用。其廢除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

成文制度和更多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的句號，無疑是劃時代的。如果

近代中國的確存在所謂「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的話，則正如嚴復所說，科舉制的廢除可以

說是最重要的建制變動之一4。

嚴復已認識到這一變動和秦漢時的廢封建行郡縣和「車同軌」同樣重要，乃是「數千年中莫

大之舉動」。當時朝野雖也存在反對廢科舉者以及相當數量的懷有疑慮者，但對於此舉的總

體社會反應卻並不特別強烈，尤其是能夠影響所謂「輿論」的那部分「社會」並未表現出有

力的讚譽和非議5。也許那時社會已興起一股以「起而行」取代「坐而言」的實幹風氣，故官

紳均不遑空言而投身於辦新學堂的實際行動之中；但還有一種可能，即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已

對朝廷失望，對其任何舉措皆淡漠處之。

魯迅即持後一看法，他曾說：「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

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6這裏的「群」當然是指士大夫，因為一般的老百姓在

義和團之時恰與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清廷走向基層，從傳統的異端方面尋求力量和支

持，多少提示著政府也接受中學之正統已不足以救亡的觀念，而在社會層面也不那麼依靠士

人；反過來，對許多重視文野之辨的士人而言，啟用「子不語」的怪力亂神恐怕意味著朝廷

之行為已類當年的洪、楊，一個明顯「失道」的朝廷自不足以救亡和振興中國7。

在中外競爭形勢危迫的情形下，朝廷與其主要支持者士人之間的互不信任恐怕是致命的。清

廷不可恃的結論自然導致反滿革命的行為趨於「正當」，一些原來還希望政府能實行改革的

士人開始轉向革命，章太炎就是個明顯的例證。更重要的是封疆大吏中出現了類似的傾向，

庚子「東南互保」局面的出現，就是那些曾在清廷與太平天國之間選擇了前者的疆臣，後來

卻在清廷與列強之間選擇了「中立」，而這些人中不少人恰又是廢科舉的積極推動者。

清廷啟用「神拳」是為了對付過於「跋扈」的外國，士人走向革命是因為清廷不能救亡，與

「東南互保」一樣，多少都在針對外人在華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這一

近代新形勢。袁世凱等六疆臣的會奏明言，廢科舉也是對外國人有所交代8：

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

心，未改輕侮之意。轉瞬日俄和議一定，中國大局益危，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

群疑而消積侮。科舉夙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

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



日俄戰爭兩次出現在這一奏摺之中，說明這個與廢科舉大約同時的事件有力地刺激了許多中

國人，推動或促進了一些人的改革要求。會奏試圖取信於外人，希望改變外人對中國的觀

聽，以換得其「推誠相與」，與庚子年間的對外取向可謂截然相反，也提示出廢科舉的一個

重要原因是直接間接來自外國的影響和壓力。正如次年一份四川辦學綱要所說：中外「交通

既久，幾於無事不與外人為緣」9。不過，外患的威脅和外部壓力雖大，廢科舉的主要動力應

該還是來自內部。

或可以說，包括廢科舉在內的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點，即政府終於認識到全面改革已是刻

不容緩並主動推行自上而下的系列改革措施之日，卻正是大量那些過去維護朝廷的士人開始

對政府失去信任之時。在士人心態與清廷政策頗有距離的情形下，改科考的不斷加速進行也

反映出政府希望可以藉此挽回士人的支持。但恰由於改和革的一面不斷加速，而建設的一面

未能跟隨，終造成舊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僅存於紙面的現象。

袁世凱等人其實很清楚：「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後人才始

盛。」他們不過認為「如再遲至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

二十餘年後，始得多士之用」。為了使士人不存「僥倖得第之心」，民間放棄「觀望」心態

以參與私立學堂的建設，故不能不立停科舉10。新學堂是否培養出「國家」所需的多士，確

須從一二十年以上的長程進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論清廷本身的存廢。但這些疆臣僅僅從培

養人才的視角考慮科舉制的存廢，未能看到他們正倡導一項可能是「數千年中莫大之舉

動」，其眼光確不能與嚴復相比。

而這些重臣不過是重複了嚴復前些年的看法，嚴氏在甲午後曾說，當時雖「言時務者，人人

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中國也未必就能在十年後收其益，蓋八股取士之「舊制

尚存，而榮途未開」。故要「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

人之塗，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11。那時嚴復似乎更多注重考試的方式和內

容，庚子事變後他對科舉制度的存廢或有新的認識12，雖仍持開放觀望的態度，但已隱約感

覺到某種不安，至少對此舉「結果何如」不甚樂觀。

的確，科舉制這樣一種基本建制的廢除，產生了涉及各層面的廣泛社會後果。即使僅從袁世

凱等疆臣所關注的人才培養的視角看，新學制的教育成本就遠高於科舉體制下以民間為主的

讀書系統，可能遠超出當時中國社會習慣的負荷。中國傳統政治基本是一個不特別主張「作

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產生與此配合的輕徭薄賦政策，不

提倡政府與民爭利，而教育體制也與此政治、稅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

式，全毋需高投入。廢科舉當年《中外日報》的一篇文章便指出13：

中國之民素貧，而其識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絕無僅有者，則以讀書之值之廉也。考試之

法，人蓄《四書合講》、《詩韻》並房行墨卷等數種，即可終身以之，由是而作狀元宰

相不難。計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數而挾至奢之望，故讀書者多也。

此文所見中國傳統教育投資甚低是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稍後候補內閣中書黃運藩也說：「科

舉辦法，士子自少至壯，一切學費，皆量力自為，亦無一定成格，……鄉間書塾，每省輒盈

千萬，官所經營僅書院數十區，修脯膏獎，率多地方自籌；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無勞

歲歲經營。」14正因耗費不多，所以才有「鄉間書塾，每省輒盈千萬」的可能。且黃運藩指

出了另一值得注意之處，即鄉間書塾皆民間自辦，並不倚靠官力。新學堂就不同了，《中外



日報》的文章說15：

今一旦廢科舉而興學校，其所學者必科學也。一器之費千萬金，一師之俸數千金，此斷

非數家之力所能及（此從鄉曲多數立論，非指少數之人與地也），不能不合一縣之力成

之。而今之縣，稍有餘力，均已盡於賠款，蓋有欲興一小學堂而不可得者。即興一小學

堂，而其力亦不足以養多人（所收學費不能不十倍於平時鄉塾之費）。即以官力助之，

今之官力亦能有幾？

過去操辦地方蒙館（私塾是後起的稱呼，以對應於官立或公立的學堂）多為自願或半自願的

私人事業，往往是創辦者多出資，而伴讀或借讀者所交束修多帶補充性質，貧富的負擔通常

是有差別的；且還有宗族或地方的各類公田及「賓興」等民間建制，對貧寒而真能讀書者而

言，上升性社會變動的機會始終存在。新式學堂較前花費大得多，特別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

專職的管理人員，資金乃成大問題。更重要的是辦學已成集體甚或官方之事，由私向公的轉

變使民間的積極性減弱，而就學者的花費理論上應是平均分攤的16，故貧寒而向學之家的子

弟失學成為愈來愈普遍的現象17。

還在廢科舉前兩年，陳黻宸在和孫寶瑄論及張之洞提倡廢科舉時就說：「學校興辦不善，科

舉豈可驟廢。科舉廢，天下更少讀書人矣！今之學校，非強有力者、廣通聲氣善鑽營者，往

往不能入。此種學校何益天下？使並科舉廢之，而天下寒賤之士缺望，將皆廢書不觀

矣。」18廢科舉後，舉人李蔚然也指出，科舉誠多弊端，但尚能「公平」對待貧富，而「今

學堂學生，近城鎮者入之，僻遠不與；有勢力者入之，寒微不與」19。兩人皆觀察到新學制

對貧寒之家的實際排斥現象，而李蔚然更看到了後來日漸明顯的城鄉差別。

廢科舉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後果即中國的城鄉漸呈分離之勢。傳統中國士人以耕讀為標榜，

多數人是在鄉間讀書，繼而到城市為官。舊制即使讀書做官，或候缺或丁憂或告老，讀書人

多半要還鄉。新制則「學生」與城市的關聯愈來愈密切，而與鄉村日益疏遠；大學（早期包

括中學）畢業基本在城市求職定居，甚至死後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樣要落葉歸根。前

者當然不止是人員的流通，還意味著信息、資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

的流動之中。後者實際意味著以前整個社會的循環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逐漸衰歇，並走向中

止（這當然有個過程，且各地情形不一）。

入民國後，章太炎便指出：「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後，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所

謂「智識階級」，其實就是新教育建制的產物。太炎更敏銳地認識到，由於「城市自居於智

識階級地位，輕視鄉村」，進而產生了整體性的城鄉「文化之中梗」20。後來逐漸引起世人

注意的讀書人之「脫離群眾」，部分即因傳統的耕讀生涯的中止所致；民初的讀書人學西人

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最是那時城鄉已分離的明證。

問題在於，所謂傳統中國政治從思想觀念到實際治理的方式都有其發生發展的統系，而且有

其社會基礎。古代中國人以為，實際的政治管理必須在教化可及的基礎上，即賈誼所說的

「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同時，由教及政的觀念也逐漸社會化，成為上升性

社會變動的主要途徑。落實在體制上，就是從漢代發端到唐宋成熟的通過考試選官的科舉

制，任何編戶齊民只要能通過一定層次的考試就可以擔任一定級別的官員，這樣一種「布衣

卿相」的夢想曾經是四民之首的士和可望進入士階層的鄉村農業中產階級的持續追求，可以

說是典型的「中國夢」21。



當然，科舉制的開放性很多時候是理想大於實際的；且隨著中式者的積累，獲得舉人以上的

士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能得官。但正如前引《中外日報》的文章所說，這樣明知有些僥

倖的體制「足以相安千餘年而不見其不可終日者，則以若輩雖多終身不得之人，而要無日不

有可得之理想，故其希望之心不絕。即此希望之心，彼乃借此以養生盡年，而得以悠遊卒歲

矣」22。伴隨著不甚高之教育投入的是上升性社會變動的不絕希望，正是科舉制保障了這一

夢想的持續，並以一定數量的成功範例鼓勵之。

我們切勿低估這樣一種體制保障帶來的社會後果，毛澤東在1930年以口述採集的方式進行了

著名的〈尋烏調查〉，江西省尋烏縣的教育水平相當高，全縣識字率達百分之四十，因女子

基本不識字，男子識字率可能高達百分之八十。到1930年時全縣雖僅有舉人一人，卻還有四

百個秀才，即平均每千人中有秀才四個；且其分布相對較均衡：「南八區車頭鄉二千人中有

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區龍圖鄉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個，則算是少的。」可知秀

才多的地方也不過略高於平均數而已。這裏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全縣十萬人口中有初小

學生五千人（5%）、高小學生八千人（8%）、中學生五百人、大學生三十人，還有六個出洋

學生23。

另一個湖南人楊開道在1927年曾說，中國「一百個農民裏頭，不過有五六個人能識字；至於

受過普通教育的人，則不過一個二個罷了」，故「農村社會裏面的人民，多半沒有知

識」24。楊開道是專門研究農村的社會學家，其說法與尋烏的現象相去太遠，那究竟應採信

何者呢？一方面，應充分考慮中國的「地大物博」，尤其在公路和鐵路尚少、機動車僅為少

數人使用的時代，各地情形可能很不一樣，區域性的差異和多樣化是非常實在的。另一方

面，像楊氏這樣的留學生常常是據其所學的西方數據來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故其所論未必

具有代表性。

更接近實際的狀況或許是，像尋烏這類地處三省交界處的偏遠地區，一般或視其為「落後」

的典型，但在大變動的時代，反可能是一個「禮失求諸野」的代表，即表現出那些交通更便

利的地區一二十年前的狀況。也就是說，在很多鄉村，識字率雖未必低到百分之五六，但讀

書人的數量日益減少、平均識字率逐漸降低應該是一個相對普遍的傾向。

早在廢科舉當年，前引《中外日報》的文章便認為：「廢科舉設學堂之後，恐中國識字之人

必至銳減。而其效果，將使鄉曲之中，並稍識高頭講章之理之人而亦無之。遂使風俗更加敗

壞，而吏治亦愈不易言。」25隨著「布衣卿相」夢想的保障不再，而新式教育的投入又日益

昂貴，鄉村中讀書的願望減低，而讀書的代價則增高。且傳統教育不僅投資極低，其「應

用」亦甚廣，低層讀書人至少可以留在本地任塾師或從事一些地方事務。而新學制不僅教育

成本激增，產出之學生卻多顯得「無用」。山西五台縣永興村的鄉民即說26：

民國的書房，真是討厭！娃們念的書，今年這樣，明年那樣，換的真熱鬧，也不見念成

一個。看人家前清時候，書房裏念的書，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還能念，就是爹爹念了兒

還能念，爺爺念了孫子還能念哩。書老不換，人家還進秀才、中舉人；現在書倒換的

勤，也不見念成一個呀！

胡適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

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裏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27且不論胡

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他的確抓住了社會對此類中學生需求有限這個關鍵。如果一個中學生



甚麼都不能做（有些事或亦其不願做），便不能不追求更高的學歷或到外頭去討生活28。楊

開道就觀察到，一方面是農村最缺「領袖人才」，而鄉村讀書人向城市浮動已成「普通潮

流」：

一般有知識的人，能作領袖的人，都厭惡農村生活，都拋棄農村生活到城市裏去。農村

社會費了金錢來教育他們的優秀份子，本想他們來作農村社會的領袖，來作農村社會的

改造者；但是他們放棄了他們的責任跑了，剩下一班沒有知識的農民，教他們怎麼樣能

改善他們的生活？

他認為，「農民缺乏知識，是我國農村生活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故「一班優秀份子不應

該跟著普通潮流，去過城市的生活，而厭棄農村生活」，反而應該「到農村社會去服

務」29。

其實胡適看到的恐怕更多是中學生已進入城市的情形，說明城市實際也未必「需要」和接納

他們，而新式大學的花費又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的。到1932年11月，《申報月刊》組織上

海一些教育家舉行以「今日青年的煩悶與出路」為題的講談會，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俞慶

棠就說30：

青年的職業，不應該專向城市裏去找。因為城市裏面粥少僧多，時鬧失業恐慌；青年要

在城市裏找職業，恐有登天之難。近年來我國鄉村的衰落及離村問題極為嚴重，我們希

望城市裏的青年們應該回到鄉村裏邊去，作歸農運動，幫助農民改造鄉村，建設鄉村。

俞氏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雖然充滿城市人對農民和鄉村的想像31，但其注意到的「離村問

題」確實存在，而且這個問題十幾年前就引起了李大釗的注意，他那時就看到「中國農村的

黑暗，算是達於極點」。究其緣故，則「都是因為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

一知半解，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動，都不願回到田園；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卻不願再去工

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農村中絕不見知識階級的足跡，也就成

了地獄。」32

注意李大釗觀察到的「受害者」是雙向的，常在都市中混的知識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

失去知識階級的農村也變成了「地獄」。兩者都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發展，特別是雙方的結

合為後來中國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資源。

《漢書．食貨志》曾將四民社會中的「士」界定為「學以居位曰士」。這裏的「位」當然包

括士向「大夫」的發展路向，同時也意味著士在基層社會中的核心地位。鄭振鐸以為：中國

傳統的「治人階級」分為直接統治者（約指皇帝）和「幫治者階級」，後者便是士人33。從

孔子以來，中國士人最嚮往的政治模式可以說是一種士治的「民主」，有新觀念武裝的蔣夢

麟表述為「民有，士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scholars, for the people）；

其實以前的士人不太會想到「民有」，故更實際的理想型狀況大約是「王有，士治，民享」

（of the emperors, by the scholars, for the people）。這不僅因為各級「大夫」多從

士來，由於小政府的傳統，基層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實行自治，起著關鍵作用的鄉紳之核心

成分就是士人，故「士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當實際的。

科舉制廢除的一個重要社會後果即鄉村中士與紳的疏離。隨著「鄉紳」的來源逐漸改變，讀

書人在其中的比例下降，基層的「士治」可能變為新型的「紳治」。其實，廢科舉不過是二



十世紀一系列「斯文掃地」活動的開端。「鄉紳」與「知識」的疏遠可能意味著相應的道義

約束日減，容易出現所謂「土豪劣紳」。不過，當鄉村社會的斯文掃地漸成定式之時，各類

新型的鄉紳也會成長起來，其中固然包括使鄉村「黑暗」的劣紳，也會產生出一些不代表

「斯文」但行使著傳統鄉紳之基本正面功能的人，例如「修橋補路」一類社區事務的組織

（通常也包括民間信仰方面的組織）。總之，在整個世紀的系列斯文掃地活動之後，鄉村既

遭受了疏離於「知識」的痛苦，也開始真正嘗試一種無士的自治生活。

* 本文是〈數千年中大舉動：廢科舉與鄉村中士與紳的疏離〉一文其中一節的縮略本，很希望能藉此聽

到一些先期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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